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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借鉴与改造

蔡东亮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　要：新世纪韩国犯罪片是韩国电影的代表性类型，它的范式系统、感官体验，明显承袭
好莱坞“黑色电影”对粗粝现实的关注；警匪片、犯罪片对男性英雄偏好，对女性角色刻意渲染。
好莱坞犯罪电影意图营造“梦幻”体验，在“梦”中校正、修复观众的意识形态，而韩国犯罪片则
希望直面残酷的现实图景，让“问题意识”在影像中得到充分表达，进而回到现实纠正痼疾。韩
国犯罪片并不是止于借鉴，而是对所承袭的惯例、范式做出更符合民族历史、现实图景的改写
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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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谓是逐
日追风，令人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感叹其在泛亚文
化圈内翻转腾挪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新世
纪以来韩国电影的发展盛况进行总结、归纳，以飨
中国电影。其中佼佼者当属犯罪片，如《我要复
仇》《杀人回忆》《追击者》《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
《黄海》《恐怖直播》等。它们以类型策略包装自
身，在现实主义式微的时代，表现出浓郁的现实情
怀，不仅达到现实主义的理想高度，也为“犯罪片”
这一类型的繁荣起到巨大作用。
韩国“犯罪片”的成功，离不开好莱坞“犯罪电

影”的滋养。１９８４年韩国第五次修改《电影法》，
从“符合国策的电影”［１］到“具备艺术性并能给予
观众感触的电影”，新的电影法为韩国电影创作松
绑的同时，也为外国电影在本土发行开辟途径，好
莱坞电影由此长驱直入，“导致了韩国电影很大的
生存危机”。［２］对朴赞郁、奉俊昊等“３８６世代”（出
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并成长于８０年代的３０岁人
士）导演而言，好莱坞的“闯入”，犹如春雨，滋润求
知若渴的心。由此，两国电影就像两根绳子相互
扭结、羁绊、牵扯，既是危机，亦是机遇。

一、好莱坞犯罪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
类型经验差异：“造梦机”与“问题意识”

“新好莱坞”后出现一批注重犯罪心理活动的
电影，如《雌雄大盗》《教父》《唐人街》《出租车司
机》《沉默的羔羊》《低俗小说》《盗火线》《洛城机
密》。张晓凌与詹姆斯·季南将这类电影称为“现
代经典犯罪片”，［３］笔者将其称为“当代好莱坞犯
罪电影”。

（一）两种气质：营造梦幻与书写现实

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特征有三。首先，它
是一种成熟的商业类型，与黑色电影不同，它对
“黑色”世界的描绘，多是修辞性与高度风格化的，
其目的是筑造“黑色”奇观景象，以牟取商业利益。

其次，它以极致的动作场景、奇观化的试听风格满
足商业诉求。再次，存在泛类型化倾向，“这种类
型突变已经从固定规制演变为动态流变……但类
型元素实际上存在于影片中，并构成观众欣赏影
片的一种默契”［４］，就像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实际
涵盖警匪片、动作片、悬疑片等类型元素，而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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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倾向正逐渐消解犯罪片本就不泾渭分明的

界限。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犯罪片，与当代好莱坞犯

罪电影的差异甚小，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设置、拳
拳到肉的动作设计与“‘去明星’的明星策略”，［５］

都遵循好莱坞“连续性”美学规则，尽可能不让观
众出戏。但好莱坞终究是“梦工厂”的代名词，无
论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以何种叙事手法展现人性

的多个侧面，终究无法跳脱“梦幻”本质，其内核依
旧是呈现当代“美国神话”，或修复观众对“美国
梦”的美好期待。而韩国犯罪片则致力于书写韩
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并非“神话”，社会的阴暗角
落；龌龊的政治勾当；人性的普遍堕落是它希望表
达的银幕情景，它更为严肃，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就像韩国学者Ｊｉｎｈｅｅ　Ｃｈｏｉ所言，韩国电影的独特
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韩国历史感，这可
能是区别于好莱坞和其他国家影院的一种产

品。”［６］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韩国犯
罪片为在商业环境下求得生存，不得已披上与当
代好莱坞犯罪电影近似的炫目“外衣”，但本质却
大相径庭，一个为营造“梦幻”，另一个为书写
现实。
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对社会黑暗面以及“下

流社会”的偏好，看似拥有粗糙的现实主义底色，
实则不然。有学者指出：“与《黄海》那种典型的韩
国犯罪片深入骨髓、能闻得到血腥味的人性相比，
好莱坞犯罪电影无一例外都是高度风格化的。简
而言之，它们的“黑色”只具备修辞学上的意义，终
究与人性的幽微底色关系不大。”［７］正因为“高度
风格化”的原因，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更倾向于在
银幕上凭空制造一个“噩梦”，并通过圆满的结局
修复问题，回到幻想，使观众在影院中宣泄情绪。
对好莱坞犯罪电影而言，是什么导致“噩梦”，并不
是叙事的重点，如何运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过程、结
尾解决“噩梦”才是关键。

“犯罪片叙事的核心是‘犯罪是如何产生
的’”，［８］这也是“好莱坞犯罪电影”不能称为“犯罪
片”的原因。简言之，类型电影的特质与“梦境”存
在无限接近的关系，这必然有意模糊“犯罪是如何
产生的”现实命题，多数犯罪题材电影讲述的只是
如何修复犯罪对社会的创伤，缺少对犯罪根源刨
根究底的问题意识。相较之下，韩国犯罪片达到
某种程度的“平衡”，在满足观众“入戏”的前提下，
普遍揭露人性堕落、权力本质与社会阴暗面，成为

韩国犯罪片不断引发观众思考“犯罪是如何产生
的”思想源流。

值得讨论的是，新世纪前的韩国犯罪题材电
影，似乎并不具备“问题意识”；当我们仔细翻阅新
世纪前为数不多的韩国警匪片、黑帮片，如《两个
刑警》《心跳》《日出城市》，无一例外都是对香港电
影商业套路的沿袭与套用———对“情义”的讴歌与
赞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香港动作片的流行重新
唤醒了韩国黑帮电影，香港动作片在８０年代中期
开始上映。二三十岁的观众更熟悉香港黑帮传
奇，而不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黑帮电
影。”［６］６１可以说，上世纪末韩国电影产业逐渐成

熟后，所希望效仿的对象，也是有着“梦幻”特质的
东方荷里活———香港电影。９０年代零星的韩国
犯罪电影，还在“生搬硬套”香港电影的商业套路，

却在新世纪初涌现大批如《我要复仇》《杀人回忆》
《老男孩》等将历史与现实融入类型经验的优秀犯
罪片，将反思政治、权力作为麾旗，书写民族经验
与当代韩国困境。不禁思考，是什么原因促成“零
零星星”到“喷涌而出”的发生，以及从“仿造”俗套
商业手段到雕琢自身现实问题的转变。

“当代韩国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如何成为吸引观众的商业诱

饵。”［６］这一论断“不准确”地揭示韩国犯罪片“问

题意识”的来源；并不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共同的
政治历史”吸引观众，而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历史”

作为韩民族警惕权力、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吸引人。

具体来说，１９９７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使韩国经济处
于奔溃的边缘，韩国政府申请国家经济破产，并向

ＩＭ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５５０亿美元。韩国
人从“汉江奇迹”的神话中幡然醒悟，其所经历的
现代化，不过是一种 “压缩的现代性”（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韩国人在可以想象的最
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大范围的生
产、建设、交流和消费活动，同时也以同样大规模
和快速的方式面临着与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

风险”；［９］而政府的不作为以及裙带资本的累积，

正在扩大这种“压缩的现代性”的悲剧。简言之，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神话”破灭，多数民众发
现辛苦经营的现代化，不过是“被压缩的现代性”，

是官僚集团与权贵阶层夺取利益的一种“说辞”。

于是警惕、怀疑，便与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政治运
动相交织，成为调动观众情绪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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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梦机”的校正性功能与“问题
意识”的现实意义

韩国犯罪片强烈的问题意识，必然导致对好
莱坞“透明性”“连续性”叙事的改写，主要表现在
三方面。①时代、政治背景的强调———穿插游行、
投票等与剧情无关的特定时代背景，意欲使观众
脱离连贯叙事，思考时代伤痛下的权力、人性本
质。②开放式结局，游飞曾总结好莱坞的叙事美
学为：“好莱坞的结局离不开圆满、封闭、确定和唯
一性”，［１０］圆满的结局抒怀观众的情绪，没有比罪
犯得到惩治更加舒心的场景，当罪犯倒下，观众便
获得一种虚拟的“力量”，日常积郁也得以发泄。
韩国犯罪片恰恰相反，它不希望观众通过刻意“伪
造”的圆满结局逃避现实，反而希望直面黑暗和惨
淡的现实图景。③“欲言又止”的叙事策略，好莱
坞“连续性”叙事实为一种商业美学，它要求叙事
简单明了，即使白丁亦能通过电影的调动和情节
的铺垫、转折、释放、延宕，转移注意力，保持观影
热情。而韩国犯罪片的“问题意识”往往需要观众
主动参与，需要“欲言又止”的叙事策略留足思考
空间，激发观众的主动性思考。

“校正性主题”是美国学者Ｊ·Ａ布朗对美国
警匪片的总结，他认为：“警匪片的持续成功说明，
它们不是随心所欲的胡乱之作，它们是神话如何
在当今社会解决文化矛盾的反复例证。”［１１］事实
上，校正性主题不只存在于警匪片中，它更像是好
莱坞电影的一个共性，“造梦机”的一颗螺丝，利用
简单的缝合系统———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为“美
国梦”服务，修复社会创伤。
长期受儒学浸润的韩国社会看重传统价值观

念，尤其重视人伦道德与家庭，但韩国犯罪片却常
“撕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呈现韩国家庭、社会
的真实景观———破碎的家庭与堕落的人性。相比
起用“泡沫”堆积充满积极意义的调和性叙事内
容，韩国犯罪片更愿意通过“人有悲欢离合”的叙
事内容，传递“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现实
情感。与其让观众在“梦”中被“校正”，充满幻想
地回归现实，不如在银幕中体会“现实”，发现问
题，进而在生活中校正现实，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意识形态调和功能，

“强调单枪匹马的个人只有学会搭伴工作，才能战
胜邪恶；因此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极端个人主义和
公共责任感等最基本的美国意识形态问题。好莱

坞在这些影片中兜售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信念：在
美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
的主人。”［１１］通过２～３小时的“梦幻”体验，将银
幕前来自各个种族、阶层的人汇聚于“美国梦”的
光环下，并认同自己作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毫无
怨言地回归现实，是好莱坞犯罪电影调节意识形
态的“唯一象征性方法”。基于“压缩的现代性”及
“问题意识”的考量，韩国犯罪片将个体与国家、个
人与集体的尖锐矛盾毫不掩饰地呈现在银幕中。
譬如影片《恐怖直播》表达的是公民权利与国家利
益的较量，并通过一场恐怖袭击剑拔弩张地对立
着，主角尹英华并没有肩担好莱坞式责任———尝
试调和两种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同归于尽”这一
无奈之举暂时缓解问题，观众会不自觉地意识到
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进而思考矛盾的起
因、经过。或许，好莱坞犯罪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
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后者
只需要发现问题，始于问题，并终于问题，至于如
何解决则留给现实。

二、经验性差异下的范式、惯例改写

“‘现实主义’被相当负面地定义为一种与好
莱坞主流电影相反的讲故事模式”，［６］这种文化、
类型的经验性差异，导致韩国犯罪片虽然有意模
仿、复刻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商业模式，但在粗粝现
实的外力下，会不自觉地对犯罪类型的范式做出
更符合现实图景的改写与超越。

（一）两种男性英雄：“白马英雄”与“反
叛英雄”

好莱坞犯罪电影是“白马英雄”式的神话，即
“主人公白马银枪，经磨历险，去执行除暴安良的
使命。他走遍山山水水，到过各种地方，无私无
畏，勇猛顽强。”［１２］“白马英雄”已经成为“美国神
话”的一种表征，他凭借自由主义所赋予的强烈正
义感，无所不能，锄强扶弱；但“白马英雄”也有缺
陷———酗酒、缺钱、甚至不善社交，像《怒火救援》
中的黑人保镖，或《伸冤人》中不堪忍受压力而隐
退的特工。当危机到来，这些世俗化、平凡化的一
面会立即隐蔽，带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神性”光辉
一展无余，畏惧死亡却不会苟且偷生，不善言辞却
踏实稳重，崇尚暴力但敬畏生命。平凡且伟大的
统一，成为新世纪以来好莱坞犯罪电影“白马英
雄”的主流形象，“其平凡，是因为与普通人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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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接近；而伟大，则来源于英雄本色”［１２］。
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成功，基于明朗的叙事风

格，人物形象忠奸善恶、黑白分明。“白马英雄”的
形象，无疑使人物形象间的沟壑更加清晰，反派愈
加可憎，正派愈发可爱，以便观众代入其中，认同
潜藏的意识形态。
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韩国犯罪片也需要英

雄形象，以满足观众期待，如《恐怖直播》中以个体
对抗国家强权的尹英华；《局内人》《协商》中对抗
权力腐败的检察官与匪徒；《王者》中挑战政治黑
幕的检察官。然而，在韩国犯罪片“问题意识”的
语境下，英雄仍然是英雄，“白马”却发生内涵的转
变，从顺应主流到反叛体制，从英雄想象到引发思
考，呈现的是一种“反叛”精神。如影片《协商》所
塑造的绑匪形象，一方面生性残暴，夺人性命于弹
指间，另一方面却对弱小有怜悯之心，勇于对抗腐
败的国家权力。反叛英雄的两极形象已经超越平
凡与伟大的衡量范畴，善恶共存一身，有意消解二
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设定，在这样语境下孰是孰非
已然不重要，观众从英雄的自我投射中脱离，转而
寻找造成英雄困境的原因。
在好莱坞犯罪电影中，“白马英雄”带着“政治

任务”打击罪犯或拯救人质，希望将意识形态或传
统价值观念“缝合”于搭救或惩恶扬善的戏码中，
进而渗透并操纵观众的价值观念。因此，从某种
程度而言，“白马英雄”即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化身，
它在“梦境”中“规训”观众。而韩国犯罪片的“反
叛英雄”，不但没有归顺主流的意图，甚至呈现对
抗的态势。譬如，“白马英雄”不是退伍士兵，就是
退役警察，他的身份、职业需要具备主流意识形态
的象征含义，才有可能成为其“代言人”。而在韩
国犯罪片“问题意识”———警惕权力、人性的类型
经验下，政府机关、司法人员并不具备积极意义；
英雄身份来自主流社会的对立面———黑暗角落，
如《恐怖直播》中威胁政府的恐怖分子；《追击者》
中不满警察的皮条客。“反叛英雄”所带有的“叛
逆”情绪明显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身份的矛盾性
来自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冲突，他们
试图为所有“下流社会”代言。阶级间不可调和的
矛盾，赋予“反叛英雄”极大的感召力，诚如韩国学
者所言：“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之间的大部分资产
差异，与西方和本土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元素方
面的差异重叠。国家、经济、教育、艺术等领域的
精英集团通过对西方物质的把关，试图控制其对

基层公民的支配。”［９］“正义”不属于弱势群体，“法
律站在了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一边，法律权威和
正义的国家机关似乎变得权力分散。”［１３］反叛英
雄通过他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凸显社会黑暗
面的现实图景，引发观众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二）“蛇蝎美女”与“女调查者”

２０世纪初，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第
一次超越农村人口；４０年代得益于军备需求，以
及远离战场的地理优势，以胜利国的骄傲姿态表
现出对全世界的关注。但“美国神话”的背后实则
波涛暗涌———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危机、频发的战
争、对“红色”政权的恐惧，刺破持续膨胀的神话气
球，跌宕起伏的时局造成民众的恐慌。艺术作品
作为现实的“镜子”，自然充斥着虚无及幻灭感，黑
色电影就是其中之一。
外界常对韩国战后经济建设成果冠以“汉江

奇迹”的称谓，目的是为说明韩国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成效之高，１９５３—１９９６年，韩国从一片废墟发
展为“亚洲四小龙”。但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将韩国发展神话打回原形，举国上下在世纪交接
之际陷入集体反思。
颇有意味的是，两国电影在“跌宕起伏”的社

会背景下，都孕育出新女性形象，但在具体表达
上，又因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有所不同。韩国犯
罪片频繁出现的“女性调查者”，通常表现为通过
女性力量改变局面，包括“解救”和“复仇”，“蛇蝎
美女”的人物设置，则以风情万种却又心怀诡计、
作恶多端的形象示人。
黑色电影中蛇蝎美女的形象，是二战后美国

男性对社会变革的恐惧心理，新生力量对既定秩
序的冲击，造成白人男性的恐慌。好莱坞敏锐地
发现这一现象，为了迎合男性观众，智慧风趣、刚
正不阿的男性侦探与蛇蝎心肠的女性形象由此建

立。单从蛇蝎美人的设定上看，确实是对以往打
着柔光散发女性关辉形象的倾覆，但与韩国犯罪
片力压男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女性调查者”
相比，其形象并未完全跳脱出类型观念的束缚，邪
恶妖艳的女子似乎比贤妻良母的女性更能抓住男

性的目光，满足都市男性逾越常规的欲望，宣泄现
实压抑的情感。
蛇蝎美女是一个“被拯救者”，或者期待“被拯

救”的女性形象，她们心怀诡计或作恶多端，但终
会被富有洞察力、男性魅力的主角识破，并认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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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英雄主义式关怀以获得拯救。黑色电影中的女
性依旧是客体，男性始终是主体，蛇蝎女人的意义
不在于女性尝试自我拯救，而在于被男性拯救过
程的坎坷，凸显男性主导权威。因此，蛇蝎美女的
人物形象，“不但没有真正使‘女性’获得拯救，反
而使其进一步弱化，用于形成以男性为视点的‘视
觉快感’。”［１４］而韩国犯罪片的女调查者形象，则
是对“被拯救”女性形象的改写，人物形象正面且
积极，通常在影片开始因周围男性的“缺席”而塑
造为“被拯救”的形象，但在叙事过程中逐渐转为
通过自身力量（复仇、解救）自我营救的女性，因此
“女调查者”的形象包含“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两
重含义，如《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中逃离“孤岛”
的金福南；《抓住那个家伙》《亲切的金子》中精心
策划复仇的西珍母亲与金子；《七天》《母亲》为爱
解救子女的母亲。这些女性调查者的出现，是对
好莱坞男性英雄叙事模式的改写，按照格雷马斯
的分类———“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者、帮手和
敌手”，［１５］在上述五部电影中，男性成为帮手或客
体，女性则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是叙事的推动者，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客体。
同时，女性调查者还改变观众对蛇蝎女人等

传统银幕女性形象的情感认同与审美转移。从好
莱坞所塑造的女性银幕形象来看，蛇蝎美人符合
类型电影的二元对立特征，非善即恶，带给观众的
情感体验也只有喜欢或讨厌，至于“同情”这一复
杂的情感向来只留给男性英雄。而韩国犯罪片中
女性调查者的形象，一改常态，以内心柔弱却外表
刚强的女英雄姿态示人，对观众而言，将那份本属
于男性悲情英雄的同情，给予弱势却努力克服逆
境的女性英雄。
观众对蛇蝎女人的审美快感基于“视觉快

感”，而对女性调查者的审美快感则基于“颠覆”，
它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女性英雄对男性英
雄的颠覆，带来另类的英雄形象。以往的好莱坞
电影，男性英雄的形象一如既往地是一种孤胆英
雄，不仅口齿伶俐，还带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运
筹帷幄于心中，最经典的有亨弗莱·鲍嘉在《马耳
他之鹰》中扮演的侦探；查尔登·海斯顿在《历劫
佳人》中扮演的缉毒警官；杰克·尼科尔森 在《唐
人街》中扮演的私家侦探。女调查者则一改男性
英雄的冷酷形象，塑造一个情绪焦躁不安，也不左
右逢源，无法掌握局势却意志坚定的女性英雄形
象。第二个层面，残忍“犯罪”的“女调查者”颠覆

温柔善良的女性刻板印象，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是
温文尔雅的，暴力是男性的“特权”，“女调查者”从
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转变为冷血的复仇者，“两性
之间的权力势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反转’”，［１４］为
缺乏这类观影经验的观众提供了新鲜的快感。

三、韩国犯罪片对“黑色”印记的沿袭
与改写

（一）黑色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黑色”
标识

黑色电影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状态，
不同于成熟的西部片、强盗片，好莱坞制作者在创
作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黑色电影作为类型的存在，
而是法国评论家尼诺·法兰克（Ｎｉｎｏ　ｆｒａｎｋ）在二
战后基于四部经典好莱坞电影总结出的“类型”，
因此它并未取得制片厂和观众一致认同的“共享
经验”，以至于造成对“黑色电影”定义莫衷一是的
局面。“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学者能确切地定义出
黑色电影是一个“跨类型的现象”（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一系列“突破传统的模式”（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ｍｉｔｙ）、一种“视觉风格”（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ｙｌｅ）、一种“母题”和“基调”（ｍｏｔｉｆ　ａｎｄ　ｔｏｎｅ）；或
者根本不是一种独立的影片类型。”［１６］但根据题
材划分，黑色电影又明确涉及硬汉侦探片《双重赔
偿》、监狱片《血溅虎头门》、惊悚片《迷魂记》、黑色
科幻片《银翼杀手》，也就意味黑色电影覆盖一些
固定类型电影模式，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元类型”，
或许更为合理。
既然作为一种类型，它应该具备经验及惯例

系统，保·施拉德曾归纳七种黑色电影技法。①
夜光布景或低调照明。②德国主义表现风格，斜
线的运用。③为演员和布景提供同等的照明亮
度，经常使演员隐匿于布景的黑色之中。④构图
张力大于形体动作。⑤对街道上水的依恋。⑥对
浪漫叙事的偏爱。⑦复杂的时空顺序。除此之
外，还包括Ｊ·Ａ·坡莱思和Ｌ·Ｓ·彼德森归纳
的其他特征，如偏好低调摄影，通常采用直射光
源，以创造一种“硬调子的美”；通过低调照明制造
明部、暗部的强烈对比、反差，使脸部气氛出现“带
有偏执的、谵妄的、威胁的气氛，产生一种典型的
‘黑色’基调。”［１７］

从以上黑色电影的类型范式来看，新世纪韩
国犯罪片确实借鉴其中部分造型元素，如《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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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杀人回忆》《黄海》对黑夜的迷恋；《那家伙的
声音》在黑夜中明部、暗部的鲜明对比；《抓住那个
家伙》对雨水或街头积水的表现；《孤胆特工》《看
见恶魔》中阴冷、低沉的色调。尽管这些电影没有
完全沉浸在黑暗世界中，但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个
或两个“黑色”元素，作为黑色标识。

（二）幽暗意识：韩国犯罪片的人性警
惕与黑色电影的现代性批判

黑色电影的发展不会一成不变，至今仍有许
多成规被不断颠覆，甚至被改写为新规，一些黑色
视觉元素的运用，在如今许多黑色电影大师的作
品中已经销声匿迹，比如《冰血暴》寒风凛冽的白
色世界；《老无所依》喷射而出的血腥红雾；《暗花》
中光怪陆离的都市夜景。这些新突破、新改写，包
括韩国犯罪片中对黑色元素的灵活运用，不约而
同地指向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既然黑色电影已
经丧失所谓的“黑色”范式传统，那么如何甄别这
些黑色电影中所谓的“黑色”？
黑色电影演变至今，以“黑色”视觉处理方式作

为一种标准去衡量风格、类型，已然不能满足黑色
电影的发展现状，或许，黑色电影“叙事所呈现出的
绝望倾向和幽黯意识”，［１８］才是如今黑色电影的决
定性特征。正如美国学者 Ｌｉｓｅ　Ｈｏｒｄｎｅｓ所说：
“黑色电影是一种风格，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生存
和社会环境的思考。它的叙事结构蕴含一种黑暗
的世界观”［１９］。“黑暗的世界观”来源于暴力的悲
剧，或宗教、精神病、神经分裂等社会异化所带来
的悲剧性描述，“一种揭露野蛮资本主义黑暗面的
反类型片（ａｎｔｉｇｅｎｒｅ）。……最重要的是，黑色电
影还制造了一种心理与道德的失控感，一种对资
本主义与清教价值观的颠覆”，［２０］譬如《七宗罪》
的警探角色面对妻子死亡的愤怒、宗教杀戮所带
来的压抑气氛，或《禁闭岛》对社会异化的黑暗氛
围表达。
事实上，好莱坞黑色电影与韩国犯罪片，都蕴

含着对现实主义粗糙情感的倾向与追求，原因在
于“黑色的东西对所依存的商业空间具有自觉意
识的排斥，这种排斥代表了与消费文化相对立的
另一极，即黑色的存在。”［２１］二者通过对现代社会
的自我书写、道德灰色地域的描述，以及对犯罪与
死亡等深刻命题的思考、反思，获得了比一般类型
片更少的修辞性、商业性特征，这也解释了黑色电
影被誉为类型片中的“黑珍珠”，以及韩国犯罪片

是新世纪韩国电影杰出代表的原因。但细化二者
对黑色观念的表达，黑色电影偏重对“现代性”的
批判与失望，宽泛而言是对资本主义野蛮力量的
痛恨，具体而言是揭露美国消费社会的对立
面———黑色社会的存在。因此，黑色电影的空间
设定几乎固定于“现代性”的代表———城市，并在
其语境中展开叙事，而韩国犯罪片的黑色底色来
则自于对人类“原始性”的质疑与警觉，由人性生
而堕落到权力本质的警惕，它的空间扩展于任何
地方，城市、乡村、郊区亦可。

“经典黑色电影和此后的新黑色电影，它们同
好莱坞保持既抗争又妥协的关系，它们极力区别
于其他电影的娱乐方式，整体上也力图同消费文
化保持距离，其中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它们宣称自
己所呈现的是一个不同的、真实的美国———这一
点还没有被‘出卖’。”［２１］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犯罪
片，对好莱坞电影的态度同样如此，在电影产业、
工业上，希望向好莱坞靠拢，在艺术性、思想内涵
上融入本土文化，与好莱坞保持一定距离以谋求
文化安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民族的自我书写
为出路，为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韩国。

四、结语

在新世纪后的韩国犯罪片中，“３８６”导演独特
的成长经历，以及对社会的敏锐关注，使韩国文
化、历史的异质性成为一种商业特色，这应当被视
为与好莱坞电影、娱乐影像产品的差异化表达。
在韩国犯罪片中，它们保持“抽象”的政治姿态，因
为它们既不与任何特定的政权或意识形态结盟，
也不在影像中提供任何替代的解决方案或建议，
仅仅只是把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十几年韩国政
府所提倡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
性问题，以及残酷的资本现实铺展开给人看，为观
众、电影制作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者场所，通过电
影手段重新审视和反思韩国的特有问题。这种严
肃的“问题意识”，导致韩国犯罪片共享同一种叙
事轨迹：一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结尾。当然，
严肃、消极、悲观的“问题意识”也促使韩国犯罪片
在范式惯例上做出改变，比如对“黑色”底色的改
写，以及人性形象的复杂化。这些复杂、悲情的罪
犯与英雄（无论男女），与社会暗处的粗粝现实相
互“成就”，允许观众尽可能地对角色产生情感依
赖，并试图扩大“叙事深度”，而这正是当代好莱坞
犯罪电影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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